
史学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而且要让这种未来保持一种开放性，进而才能应对各种重大的变化。这正

是面对未来的 21 世纪的历史理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关系新解* ①

顾晓伟 (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历史( history) 一词，在西文语境中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时间进程的历史，一个是作为历史

书写的历史学。人们一般把前者称之为历史( history) ，将后者称之为史学( historiography) 。由此，关

于前者的理论或哲学就是所谓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而关于后者的理论或哲学就是所谓的史学理

论或史学哲学。为了防止语义上的含混，也有学者指出可以用简化的“metahistory”一词来表示关于

历史进程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of history) ，用简化的“historiology”一词表示关于历史认

识和历史书写的知识论或逻辑学( epistemology of historiography) 。① 如此来看，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之间的关系就泾渭分明了。但实际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截然分立，而是经

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当前重新整合的过程。本文通过梳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希求对历

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作出探析。

一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明确区分了德语“历史”( Geschichte) 一词的两层含义: 一为过去

发生的事情或活动事迹( res gestae) ，一为有关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叙述或探究 ( historia rerum gesta-
rum) 。② 在开篇讨论世界历史的概念时，黑格尔总结了以往“考察历史的方法”，这个部分无疑是属

于史学理论范畴。虽然《历史哲学》的主体部分是探究时间进程的历史，考察绝对的自由精神在世界

历史舞台上的发展过程，但是，“哲学的世界历史”这个概念也隐含着黑格尔关于历史认识的逻辑学

思考。正如黑格尔所言:

历史在我们的语言中既统一了客观的方面，也统一了主观的方面，既是指 Historiam re-
rum gestarum( 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叙述或描写) ，也是指 Res gestas( 已发生的事情) 本身，既

是指各有千秋的历史故事，也是指事情、事迹和事件本身。我们必须将这两种意义统一看

作是比一种外在的偶然性更高的类型; 我们必须这样来看，即历史故事是同时与原本的历

史事迹和事件一起表现出来的; 正是一种内在的、共同的基础，使它们统合在一起。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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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上信守“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坚持“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所以说，黑

格尔虽然区分了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但他并没有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将其看作是一

种内在的辩证统一。
众所周知，一方面，随着历史学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兰克式的职业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到图书馆和

档案馆里去收集第一手的史料和考证史实，不再奢望一上来就用先验的理论概念对整体历史进行综

合和概括。另一方面，随着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兴起，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这样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只

对历史认识的形式问题感兴趣，从而就将历史进程的质料问题悬置起来存而不论。而且，克罗齐和

柯林武德这样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也只是探讨关于历史思维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例如，柯林

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严格来说，就是“一切史学都是思想的史学”。在《历史的

观念》一书中，柯林武德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讨论实质的历史进程，而是探讨了历史学这一思维形式

在西欧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①

不管怎样，黑格尔与柯林武德之间仍然存在连续性。回到柯林武德来说，他关于历史哲学内涵

的思考先后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如果从 1926 年在牛津大学开设“历史哲学讲座”而撰写《历史哲

学讲稿》为起点，到 1928 年《历史哲学纲要》发表为止，柯林武德在此期间明确模仿康德的批判哲学，

试图探讨“历史认识是如何可能”的知识论问题，以此来完成一部“历史理性的批判”。② 在《历史哲

学纲要》一文的前言中，柯林武德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旨在建构一种

关于历史事实的性质和结构的理论”，而将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称之为方法论的历史哲学，“作为逻辑

或知识论的一个特殊分支”。然而，柯林武德并没有以此将历史学的知识论或史学理论与历史的形

而上学亦即历史理论割裂开来，而是试图通过“历史的观念性”( the ideality of history) 这一概念来弥

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当方法论视角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的观念性学说结合起来的时候，所有反对形而

上学历史哲学的理由都消失了……有关历史思想之必然形式的方法论上的理论，也是一种有关历史

事实之必然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③

1935 年，柯林武德继任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形而上学教席教授之后，进一步开启了对历史的形而

上学思考。在 1936 年写作的《历史哲学讲稿》中，柯林武德再次总结了历史哲学的多层次内涵。一

方面，历史哲学家思考历史学家的思维过程，却不像心理学家那样仅仅关注历史学家的思想; 另一方

面，历史哲学家也思考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但不像历史学家那样仅仅关注过去发生的事件。易言

之，心理学家只关注历史学家的思想，而不关心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之存在问题，历史学家只关注过

去的事件，而往往不反思他自己的思想。与之相比，历史哲学家的重心则放在探讨历史学家的思想

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上，这就兼顾和统一了两者。柯林武德认为:

哲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主观方面而言，就是一个认识论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客观方

面而言，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家; 但是这种说法，由于提示他的工作的认识论部分和形而上学

部分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将是危险的，而且它也会是一个错误。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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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被认识的事物的研究分别开来。这种不可能性直接来自哲学是第二级的思想这一观

念。①

由此可见，柯林武德跟黑格尔一样，他并没有割裂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只是强调自己要进行狭义的

历史哲学即史学理论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狭义的历史哲学是指“一种特殊的探讨”，旨在研究

“由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② 借助对狭义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柯

林武德进一步宣称广义的历史哲学是从历史性的角度来审查过往的一切哲学，从而将历史哲学的新

康德主义阶段推进到新黑格尔主义阶段。
不过，黑格尔和柯林武德统合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虽然斯

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仍在尝试对人类的整体历史进行宏大的思辨和综合，“但是他们的

缺点通常是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缺乏严密的、科学的、语义学的与逻辑学的洗

练……20 世纪初，由于自然科学上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百花怒放，旧的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就悄然让

位给了所谓科学的( 或分析的) 哲学，于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也就随之而日益让位于批判的( 或分

析的) 历史哲学之势”。③ 总而言之，自黑格尔以来，对历史理论的关注逐渐转移到对史学理论的关

注上来，而且存在着将两者彻底分离开的趋势。

二

随着英美世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强势崛起，历史哲学的研究就不再对标古老的形而上学，而是

要对标最新的科学哲学或科学理论。分析哲学运动的旗手罗素曾激烈地批判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倡

导用最新的数理逻辑来改造以往的形式逻辑体系。牛津大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在《语言、真
理与逻辑》一书中发起“拒斥形而上学”的宣言，声称只有两类有意义的命题: 一类是逻辑或纯粹数

学的“分析”命题，一类是经验中可证实的“事实”命题。“一个句子，当并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

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关于非经验的价值

世界、意志自由、人有不死的灵魂、超验的上帝等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艾耶尔看来，所

谓的分析命题只能是类似 A = A 这样的“重言式的命题”，这里的条件是百分百的“同一”，而不是黑

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统一”。④

在此意义上，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运用语言与逻辑分析手段”，从语词、句子和命题出发，来

讨论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阿瑟·丹图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正是运用这种进路讨论历史哲学的典

范之作，并由此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实质的历史哲学对立起来。丹图指出:“关于历史所可能的最大

尺度的史学描述，就是关于全部过去的描述，它区别于对整个历史的描述，后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

( 实质的) 历史哲学的个例。”根据丹图的逻辑分析，正当的历史学只描述已然发生的事情，而实质的

历史哲学则试图预言尚未发生的未来。由此，丹图将“看待历史整体的这一方式”斥之为“神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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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力的怪物”，认为实质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理论完全是“不合法的”。①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英美世界的史学理论逐渐成了分析哲学运动的跑马场，完全沦为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游戏。
职业历史学家也同样把整体历史分解为各个不同的部分进行研究，沉浸在细小的专题研究上，不敢

越雷池半步去建构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
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实践发生巨大变化，历史学家也呼吁进行史学实践和史学

理论的双重变革。海登·怀特在《当前历史哲学的政治学》一文中批判了波普尔、亨佩尔、德雷等分

析派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在“正当的历史学”( straight history) 与“元史学”( metahistory) 之间作出的

区分，本身就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在怀特看来，历史书写隶属于广义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马克

思正确地看到，如果不改变受众的社会习惯，我们就无法修改看待历史的方式，反之亦然。”由此，我

们应“开始考虑把欧洲历史哲学的努力作为合法的哲学活动给予更多的同情”。② 正是基于这种考

量，怀特在《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重新复活了英美分析派历史哲学家所批判和

清算的欧陆历史主义传统，认为“史学的可能模式与思辨历史哲学的可能模式相同”，因为作为一种

历史话语，任何历史著作都包含审美和道德的维度，其基础是一种历史诗学。③

无论如何，思辨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理论又重新回来了，“人类总会在某种有关历史总体进程的理

论框架中理解过去、认识当下和展望未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不可剔除的先

见，也是历史学家整理历史经验的必要理论前提。”④实际上，人们对于人类整体历史意义的追求从未

停止过，正如阿维泽·塔克尔指出的:“由哲学家如伯林和波普尔以及历史学家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

司驳斥的历史哲学，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其在 1989 年后的再度出现。历史哲学将会继续在

具有宗教倾向和认识论无涉的人群中流行，因为它要告诉我们的命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以及它所意味的所有东西。”⑤换而言之，每当发生重大的社会危机和变革的时刻，历史理论就会应运

而生，而近十年来的全球史和大历史在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再次复兴，恰恰是历史学家自觉地应

对全球化的社会实践及其带来的各种全球性危机的一种社会参与行动。⑥

当然，历史理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回归，并非简单地重复古典历史哲学的老路，而是在新的情

境中重塑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原初关联。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界对此有着各种路

径的尝试和努力，诸如对历史时间和历史经验问题的深入讨论，就是在丰富和拓展历史的形而上学

的多样化内涵。2019 年，匈牙利历史哲学家佐尔坦·西蒙出版《前所未有之变革时代的历史和史

学: 面向 21 世纪的理论》一书，提出“准实质的历史哲学”( Quasi-Substan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和

“准表达的历史经验”( Quasi-Express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的概念，可谓是沟通历史与历史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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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和总结。①

西蒙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对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集合单数”的历史概念和弗朗索瓦·阿赫

托戈“当下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上。科泽勒克在对历史时间的语义学分析中，提出了“经验空间”
( Erfahrungsraum) 和“期待视域”( Erwartungshorizont) 两个元史学范畴，以此来讨论“作为时间进程的

历史”。在科泽勒克看来，“经验空间”指向的是过去的时间经验，而“期待视域”则指向未来的时间

经验。我们的历史时间经验或历史意识就是在“经验空间”( 过去) 与“期待视域”( 未来) 之间的张力

中塑型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科泽勒克重点考察了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

时间经验，他认为在 1750—1850 年的过渡时期内，经验空间与未来期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过去与未来的差异不断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集合单数”( collective singular) 的现代历史概念，

其表现形式就是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以及现代的历史哲学。②

阿赫托戈在《历史性的体制: 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一书中也明确指出: “从博须埃到马克思，

中间还有伏尔泰、黑格尔和孔德，还有后来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些建构的驱动力来自对未来

的探究，不管支撑他们的假设前提如何不同( 但大体上都倾向于某种循环论或线性视角) ，从根本

上说，他们都试图把握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都试图发现和确定这种关系，进而控制它们，以便

进行理解和预见。”③在阿赫托戈看来，这些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构成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

现代历史性体制。不过，随着二战后局势的新变化，人们关于未来愿景的乌托邦出现了危机，导致

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被质疑，未来不再可期，反而被构想为一种焦虑和威胁。当下主义( pre-
sentism) 则逐渐成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进行扭和的主导历史性体制，法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以来

形成的记忆和遗产浪潮正是当下主义时间经验的表征。“我们从‘一种在记忆的连续性中认识自

己的历史’走向了‘一种将自己投射在历史的断裂中的记忆’。这就是今天记忆的本质，它‘不再

是应该从过去汲取的、为人们期望中的未来做准备的东西; 而是让当下呈现给自己的东西’。”④

综合上述讨论，西蒙总结道: “历史哲学，在其经典的现代意义上，解释了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

化……职业历史研究的工作似乎完全一样: 解释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⑤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历

史看作是运动( movement) 和变化( change) 的概念化，亦即“时间进程的历史”时，现代思辨的历史哲

学和职业历史学家就能够共享一个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前提。不过，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解释人

类事务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时，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一个不变的实质( substance) 。比如说，黑格尔就

把“自由精神”当作了一种不变的本体论主体，虽然这个实体经历了时间的变化，但其本质在过去、现
在和未来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西蒙看来，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进步观念在二战后遭到质疑和摒弃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

是造成欧洲中心主义乃至种族中心主义的渊薮，因为它已经不能够适应和解释新的历史变化。战后

的核战争、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重大技术事件和生态危机的发生，使得人们

的未来预期被逐渐构想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 unprecedented change) ，这将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本体

82

①

②

③

④

⑤

Zoltán Boldizsár Simon，History in Times of Unprecedented Change: A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Bloomsbury Academic，2019.
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ans. Keith Trib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黄艳红:

《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 年第 4 期。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 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xxiii 页。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 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第 124 页。
Zoltán Boldizsár Simon，History in Times of Unprecedented Change: A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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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体( 比如“后人类”) 的诞生，我们所知的人类可能会彻底改变甚至灭绝。在此意义上，西蒙提出

了“准实质的历史哲学”的观点:

准实质的历史哲学是这样一种历史哲学: 它假定了一种运动、一种机制、一种模式，或

者任何情况下都有的一种总体方案，以此来解释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就像实质的历史

哲学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它仅仅是准实质的，因为它放弃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引人

注目的发展连续性，它缺乏一个作为展开的本体论主体的适当实体。①

换言之，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所发明的历史概念将人类事物的变化塑型为一个单一不变的主体的连

续性发展，也即是科泽勒克阐述的“集合单数”的历史，而面对 21 世纪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时代，西蒙

则尝试以“断裂单数”( disrupted singular) 的历史予以替代，从而让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与不断出现

的新主体相一致。西蒙就此修正了科泽勒克的概念框架，声称: “过去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经验的空

间，因为它不再涉及同一个本体论主体的经验，而这个本体论主体是在未来的一方存在。过去是一

个‘他们’的经验，这个‘他们’绝不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我们’。同样，未来也不能形成一个期待的视

域，因为它根本不涉及过去主体的预期投射，未来是另一个先前不存在的主体的诞生。”②

在讨论完“历史变革”( historical change) 之后，西蒙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讨论“史学变革”
( historiographical change) 。“如果西方社会构想历史变迁的方式本身已经发生变化，那么我们构想

史学变迁的方式就不能保持不变。”③换言之，历史变革与史学变革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是相辅

相成的统一体。与“准实质的历史哲学”对应的是“准表达的历史经验”，“这种准表达是史无前例的

史学印记，就像前所未有的事件催生了新的历史主体一样，史无前例的史学印记催生了新的历史书

写模式”。④ 在此意义上，西蒙从历史现象学的视角探讨了“历史经验”朝向“历史书写”转换和运作

的机制和模式，旨在化解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面临的困境，进而架起沟通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

学理论之间鸿沟的桥梁。
毫无疑问，西蒙的准实质历史哲学继承了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思想遗产，并作了当代改造。⑤

如果我们将其与黑格尔和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进行对勘的话，也会产生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

感。诚然，西蒙对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时间经验的概念化，很大程度上源自欧洲发生的特殊

性事件，但他对于“历史变革”和“史学变革”的理论反思无疑具有更广泛的启发意义。

三

通过考察和梳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和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

西方的理论反思倾向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区分开来。然而，在针对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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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和发展阶段。总体而言，大陆传统的历史哲

学家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就必然有什么样

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相对而言，英美传统的历

史哲学家不仅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要完全区分开来，而且试图将历史理论排除在历史哲学的合

法讨论的范围之外。
近年来，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是在不断地纠偏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带来的困境，在

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变化中重新探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原初关联，从而复兴了历史理论的合法

性和正当性。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看到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又要看到历史与史学、历史

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一方面，这种区分的好处在于，历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史学，反过来说，史

学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然而，在史学实践当中，我们往

往会有一种把史学等同于历史的实在论幻象和冲动，这实际上是把历史学家当作了一面能够直接映

射历史实在的镜子，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当作了一种能够直接通达历史实在的透明媒介。正是

分析传统的史学理论在逻辑和语言分析层面的深入研究，才使得我们走出镜像的朴素实在论，使得

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是不可消解的，历史学家使用的语言也是不透明的。相反，那些忽视

这些问题而径直认为历史学不需要任何史学理论的看法恰恰是一种“掩耳盗铃”。
另一方面，这种区分的坏处在于，它造成了历史与史学就此永远分离的不良效果，就像我们将

男人与女人分开之后，男女之间就有别而授受不亲了。换言之，历史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

静态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而应该是动态相克相生的辩证关系。正如《易经》所言: “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在形而上之“道”的意义上来说，历史与史学总是“变”与“常”的统一体。时间进程的

新变化，催生了历史书写的变革，反过来说，历史书写的新突破，则概念化了时间进程的历史。历

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我们不可能只在史学理论上谈论历史学家的思维方

式，而不在历史理论上讨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所指向的历史实在和过去本身，我们也不可能只

在史学理论上谈论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而不在历史理论上讨论历史学家的语言所指向的历史

实在和时间经验本身，反之亦然。身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我们探讨历史理论问题已迫

在眉睫。

文明史叙事与历史规律的探询* ①

韩 炯 (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从古至今，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考察人类历史和社会演进的规律，揭示其中的普遍性，

以便更好地指导人类的现实生活。近年来，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的历史理

论研究在西方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回归。① 本文将以西方学界的文明史研究为切入点，分析其在 18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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